
三星堆神权古国研究

摘要：三星堆神权古国特殊而又滞后的社会形态和历史进程，可能是造成三星堆文化神

奇面貌的关键所在。从中华文明进程的视角，采取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法，正面阐述了三

星堆文明的主要特征、变迁过程、原因结果，从“本土文化说”的角度，对独具特色的三星

堆文化，做了一个较为系统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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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绪论

通过几十年来的发掘和研究，人们对于广汉

三星堆的诸多方面如时代、遗迹、遗物，己经有

了一个基本的认识。［1］但对于广汉三星堆出土的

众多奇特文物的性质、作用、来源、去向、原

因、结果等，还有不少费解之处。
目前对它的来源性质等问题，大体有本土文

化说、夏商殖民说、外域侵入说三种意见。我们

倾向于第一种意见，已经做过一些论述。［2］

本文准备从中华文明进程的视角，采取理论

和实际相结合的方法，正面阐述一下三星堆文明

的主要特征、变迁过程、原因结果，力求从“本

土文化说”的角度，对独具特色的三星堆文化做

出一个较有说服力的解释。
关于三星堆文化的特点，或可以概括为一个

字：神 （包括神圣的信仰、神奇的艺术、神秘的

历史）。［3］神权国家是整个问题的核心，特别是

在进入了青铜时代之后，三星堆可能还停留在神

权统治的古国时代。［4］

因此我们认为，三星堆神权古国特殊而又滞

后的社会形态和历史进程，可能是造成三星堆文

化神奇面貌的关键所在。

二 近年来学界对中国文明起源的一些新认识

1980 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发展进入了黄

金时代，不但有一大批重大考古发现，而且有一

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与理论创新，使中华文明进

程的研究工作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
其中苏秉琦提出来的中华文明进程的“古

国、方国、帝国”三阶段理论，和“多元一体中

华文明的文化认同进程”的论述等，就是其中具

有指导意义的重要代表。［5］

苏秉琦认为，“国史的核心是一立体交叉，

多 次 重 复 的‘古 国—方 国—帝 国’三 部 曲”，

“五千年前出现了由氏族向国家的转变”，“不迟

于四、五千年前都进入了古国时代”，“早期古

国在 4000 年前发展为方国”，“在 2000 年前汇

入多源一统的中华帝国，这一国家早期发展的

‘三部曲’，是最具典型意义的中国的国家发展道

路。” ［6］“中国”的概念，也相应地经历了由

“万邦林立”时期出现的“共识的中国”，到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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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三代追求的“理想的中国”，再到秦汉帝

国形成的“现实的中国”这样一个“三部曲”。
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相互团揉的历史过程，所以

它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最终形成了数千

年绵延不断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和统一多民

族的强大中国。这种论述，己为众多考古发现不

断证实，成为中华文明发展史的经典概括。
苏秉琦还特别注意到各地区各民族的不平衡

性，但最终都走的是大体相同的道路。他以最后

一个“清帝国”的快速形成过程为例作了说明，

指出：“值得注意的是，中华民族的各支祖先，

不论其社会发展有多么不平衡，或快或慢，但大

多经历过古文化、古城、古国这一从氏族到国家

的发展道路，经历了从古国到方国，然后汇入帝

国的国家发展道路。”［7］

苏秉琦、严文明、张忠培、李伯谦、王巍等

都赞成中华文明进程的“三部曲”之说，并做出

了各自的论述， ［8］构成了中国考古学界的主流

观点。
其中李伯谦提出：古国阶段的国家，可分为

“崇尚王权”与“崇尚神权”的两大类。“文明

模式的不同选择导致了不同的发展结果”，“红

山古国走的是通过铺张的祭祀活动崇尚神权的道

路，一切由神的意志来决定”。［9］“在这些文化

遗址中，存在着大型祭坛，表明这时的社会充满

宗教狂热，主持宗教事物者就是社会的主宰。神

权支配一切，这是古国阶段的特征。”［10］“良渚

文化……开始接受红山文化、凌家滩遗址崇尚神

权的宗教观，把大量社会财富贡献给神灵，越陷

越深，不能自拔，因此垮下去了”。［11］“仰韶古

国走的是崇尚军权、王权的道路。实践证明，崇

尚军权、王权的仰韶古国，因比较简约并注重社

会的持续发展而延续下来了。”［12］而夏商周时期

中原等地兴盛起来的各个“方国”，都是依靠军

权、王权和宗族传承建立起来的“崇尚王权”的

国家，在国家机器和社会文化建设上不断取得进

步，直到秦汉以后统一中华帝国的形成。“事实

告诉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选择怎样

的道路是决定其能否继续生存发展的关键。”13

对于三星堆文化，李伯谦也曾说：“我完全

同意三星堆王国是‘神权国家’的观点，三星堆

遗址基本不见象征军权的青铜兵器而随处可见宗

教性质的用于祭祀的遗物，已完全可以证明这一

点。”［14］

根据上述理论，我认为古代的蜀国走过的也

是一条大体相同的道路，经历过古文化、古城、
古国这一从氏族到国家的发展过程，也经历了从

古国到方国，最后汇入秦汉帝国的国家发展道

路。但由于它在自己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享有良

好的自然条件，较长时期处于相对闭塞而又自在

的状态，特别是在进入青铜时代之后，三星堆文

化仍停留在以“神权”治国的“古国”阶段，具

有“主持宗教事物者就是社会的主宰”，“神权

支配一切”，这些“古国阶段的特征”，并利用新

材料和新技术，制造出独具特色的大量神器，从

而创造了精彩奇异的三星堆文明。
三星堆可能是“神权古国”这种文明发展形

式最后和最高的辉煌。这个神权国家独特而又滞

后的社会文明形态，可能就是造成三星堆文化神

奇面貌的关键。

三 “三星堆神权古国”的主要特征

三星堆文明是由复杂多样的文化因素造成

的，其中本土特有的文化传统、信仰观念和社会

结构，则是神权古国的主体和根基。我们首先从

几组三星堆特有器物的特征，来观察三星堆古国

的文化核心和主体观念。［15］

（一） 眼睛崇拜———古蜀人创造的主神与祖

神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宽 1.36 米的“青铜纵

目大面具”，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它可能是古代

蜀人“眼睛崇拜”的标志物。 ［16］同出的还有

“勾云纹突目面具”2 件、“人 面具”23 件、
“眼睛形铜饰”109 件，可分为菱形、三角形、
圆泡形等多种，分别代表眼睛的一部分。 ［17］

“眼睛”的形象，还出现在立人像的法衣、人头

像的冠饰、兽首的头部等突出的位置。这些“纵

目面具”“眼睛形饰件”的群像组合在一起，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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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一种具有强烈压迫感的宗教氛围，表明三星

堆先民具有一种极其普遍而神圣的“眼睛崇拜”
观念，在世界各地有“眼睛崇拜”的古代文化

中，不仅数量和个体特别突出，而且形象与技法

独具特色，成为三星堆文明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三星堆这种“眼睛崇拜”观念，可能是源

自于古蜀人 对其创始者“蚕丛”的“祖 先崇

拜”。［18］《华阳国志》云“蜀侯蚕丛，其目纵，

始称王”，“纵目”是文献中留下的蜀祖“蚕丛”
形象首要和唯一的特征。三星堆出土的大量“眼

睛崇拜”的标志物，就是对蜀祖“蚕丛”进行

“祖先崇拜”的具象化，是我们研究古蜀先民原

始宗教信仰观念和历史进程最为具体生动的实物

标本。
古代蜀人这种“眼睛崇拜”的标志物，还为

我们研究“蜀”字的本义与起源，揭开甲骨文中

“蜀”字的秘密，提供了新的线索。对“蜀”字

的意义曾有多种解释，尚无定论。它最早出现于

殷墟甲骨文中，有 20 多种写法，最初是一个大

眼睛下接一条身躯，有可能是商朝的卜人，用蜀

人表示“眼睛崇拜”与“祖先崇拜”的“眼睛形

器”，加上一个支撑的长身，创造出了“蜀”字

的字型；而“蜀”字的字义，就是指以“眼睛形

象”为标志物的这一人群。［19］因此我们可以较

为合理地 提出一种新 的诠释：“甲骨 文中的

‘蜀’字，起源于对蜀人主神———始祖神‘纵目

人’蚕丛的客观描绘和形象记录。”［20］此后古代

蜀国虽然经过有几代蜀王的变迁，但对始祖却有

着共同的认同和传承，各代蜀王都认为自己是蜀

祖蚕丛的传人，“蜀”字也就成为特指这个族群

的专用称谓。
（二） “巫祭集团” ———三星堆古国的实际

统治者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一件 2.62 米高的“青

铜立人像”，是 3000 年前世界罕见的大型青铜雕

像。立人像头戴华冠，身穿法衣，笔直挺立，赤

脚站在由四个象头支撑的云纹方座上，象头支座

下面还有一个方形高台。［21］大多数学者认为它

可能是个“大巫师”，从它个体巨大、全身铜铸、

立于高台等情况看，可能就是一个“群巫之长”，
两只环形大手举在胸前，高举法器 （己失），正

在指挥着重大的祭祀仪式。在“神权古国”时

代，这种“群巫之长”，也就是“国王”。［22］

祭祀坑中同出的还有与真人大小相仿的“青

铜人头像”57 件，头像的颈部均呈倒三角形，

原来可能曾装置在木质或泥质的身躯之上。“青

铜人头像”的头饰冠带和发型多种多样，但面容

则大多相同，除了脸颊削疲，颧骨突出之外，最

突出的特征是都有一对呈三角橄榄形的立眼，威

严神圣。［23］有些人想通过面容去寻找这些人的

来源和族属，但未能如愿。我们认为，这些人像

不完全是写实的作品，而是被变异夸张了的结

果，因为这些“青铜人头像”，都是能通神通天

的“巫师”，具有半人半神的灵性，所以他们才

被做出一双与大多数“面具”相似的眼睛，即与

“神”相同的立眼，表示只有他们才具有与“神”
相通的能力。有的学者认为这些头像是戴着面具

作法的巫师，所以才有与“青铜面具”相似的大

眼睛，或许有一定道理。［24］祭祀坑中同出的一

组小型人像，也都具有一对立眼，通过跪在神树

座上、支撑在神坛中部、顶尊跪于云团之上等形

式，在参与相应的祭祀活动。［25］这个由“青铜

立人像”、“青铜人头像”、小型人像共同构成的

庞大而有序的“巫祭集团”，正是三星堆神权古

国的实际统治者。
也有的学者试图从“青铜人头像”的是否

“编发”，将他们分为“世俗集团”和“僧侣集

团”。［26］这可能与尚处于“神权支配一切”阶段

的三星堆神权古国情况不符，也不能合理地解释

“青铜人头像”复杂的式样与组合关系。祭祀坑

出土的“平顶冠独辫式人头像”共计 47 件，约

占全部人头像 （57 件） 的 82.5％，若他们是“世

俗集团”，早应该是主要统治者了。其他 10 件占

17.5％的“青铜人头像”，不仅大小不一，而且

冠带和发型也是多种多样的， ［27］不可能再构成

一个强大统一而又与“世俗集团”对立的“僧侣

集团”。如果独辫的“世俗集团”是权力斗争的

胜利者，他们肯定不会把自己的头像也一起打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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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毁埋掉。从两个祭祀坑的埋藏情况看，都是有

计划、有目的、有秩序地进行隆重燎祭瘗埋仪式

后的结果，不会是动乱中的仓促所为。我们认为

所有这些人像，都属于三星堆神权古国的“巫祭

集团”。“青铜人头像”头饰冠带和发型姿态的

复杂差异，以及众多小型人像在祭祀活动中位置

姿态的差别，是说明在这个“巫祭集团”中，既

有不同等级和功能的区分，也还有不同地域和族

群差别。当时可能有众多地区和民族的人们前来

参加，共同构成了一个神圣的三星堆祭祀中心

（详后），数量最多的“平顶冠独辫式人头像”，
可能代表的是三星堆神权古国时期的主体人群。
其中有几个身份更为特殊的高贵者，还在面部装

上了黄金的面具。［28］

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长 143 厘米的“金

杖”，是用黄金做成包在法杖或权杖上的一段金

皮，上面刻有四组用箭相连的鱼、鸟纹，和两个

戴冠的人头像， ［29］大多学者认为它可能代表着

古蜀国的“鱼凫王”， ［30］它是“群巫之长”和

“国王”双重身份的标志物，也表明三星堆繁荣

时期这个神权古国的统治者，可能就是以“鱼凫

王”为首的联盟集团。［31］他们把自己看作是蚕

丛氏蜀王的继承者和传人，用“眼睛崇拜”的方

式创造出蜀人的主神与祖神，并以“巫祭集团”
的形式，统治着繁荣的三星堆神权古国。

（三） 万物有灵———三星堆人的宽宏世界观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高 4 米多的“青铜神

树”，可能是青铜时代最高大的单体青铜器之一，

它表现出的丰富文化内涵，充分反映了三星堆先

民的信仰观念，并与众多神器祭器一起，为我们

展示了三星堆时期以“万物有灵观”为核心的原

始宗教“自然崇拜”面貌。［32］

这棵“青铜神树”首先被当作“生命之树”，
代表着生长、繁衍、传承等意义，成为三星堆人

的“社树”；它又通过“青铜神鸟”和圆涡纹，

表达出“太阳崇拜”信仰，具有“扶桑”、“若

木”等太阳居所的含义；通过巨龙攀援，表示它

也是可以上天下地的“天梯”，可能还是居于天地

中心，能供人神交往的“建木”。加之它高大突

出，装饰华丽，本身就成为一座“祭坛”，在神圣

的祭祀仪式上被置于中心崇拜物的地位。［33］

三星堆人还创造出“太阳形器”、树木、灵

鸟、怪兽和神坛、祭祀图中的山川、器物、自然

现象，来表达他们“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
观念。特别是在一件“青铜神坛”之上，还表明

他们对“天、地、人”三界已经有了清楚的认

识。他们出于对大自然赐予的感恩，也出于对自

然界破坏的畏惧，认为世间万物都和人一样是有

灵魂的，是可以相互理解和包容的，甚至是可以

相互变换和交往的。他们制造出神树、太阳形器

等大量神器祭器，来表达对大自然的敬重和崇

拜，通过隆重的祭祀仪式来与天地万物进行沟

通，以求和谐地共同生活在这个美好的世界之

上，说明在优厚的自然环境和虔诚的信仰观念

下，三星堆人已经通过“自然崇拜”的方式，形

成了一种自成一体又宽宏仁厚的世界观。
（四） 祭祀为大———三星堆时期的特有祭祀

形态

三星堆古国是依靠经常进行神圣的祭祀活

动，维护着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成为

以祭祀中心为特征的神权国家的。三星堆不但出

土了大量表现祭祀内涵的神像、人像和祭祀用

具，而且发现了“青铜神坛”、“祭祀图玉璋”
和众多“祭祀坑”等能综合反映古国具体祭祀形

态的遗物和遗迹，为我们探讨三星堆时期的祭祀

场所、祭祀方式、祭祀结果，提供了珍贵的实物

依据。［34］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青铜神坛” （K2③
∶296） 虽然未完全修复，顶部尚有残缺，但仍

能反映出一系列重要祭祀场景和信仰观念。它以

两只怪兽代表地下，以圆盘上四个作法的巫师立

像代表人间，以巫师头顶的四座神山上的方形

“神殿”代表天上和神界。“神殿”正面和四角

饰有“人首鸟身像”和“神鸟”，可能是三星堆

人所崇拜的“图腾”。它表明三星堆时期已经有

了对“天、地、人”三界的观念，也表现出“神

殿”这一祭祀场所在整个祭祀活动，具有至高无

上的地位，因为“神殿”不仅位置高贵突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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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它四周有 20 个双手平举的跪拜人像，正在

此进行虔诚的祭祀仪式。［35］

近年来在三星堆西北部最高点的“青关山”
高地上，发掘出一座上千平方米的“青关山一号

大房子”， ［36］从它的大小、结构、方向、形态等

特征来看，很可能就是一座具有“神殿”之类性

质的特殊建筑物。“青关山一号大房子”长 65、
宽 16 米，足以放得下一二号祭祀坑中的器物；

废弃时间与一二号祭祀坑相当，很可能在最后的

燎祭以前，这些神像祭器是摆放在这座“大房

子”之中的。大房子两侧墙体厚重加固，可以支

撑住高大的屋顶；房子两端开大门，房内有一条

中轴通道，呈北偏西 45°左右的方向直指西北

的岷山，也与 2 座祭祀坑的方向一致，可能是代

表着祭祀目标的方向；通道两侧和有三排小柱

洞，可能是搭建摆放神像祭器的平台，人们可以

在通道上，对众神和祖先首领进行经常性的祭祀

活动。因此我们认为，“青关山一号大房子”很

可能是三星堆古国用来摆放供奉神像祭器和进行

日常祭祀活动的“神殿”、“神庙”之类的神圣

宗教场所，并与 2 座大型祭祀坑同时被毁坏废

弃。［37］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的一件玉璋 （k2③
∶201- 4），上面刻有四组的祭祀图像，线条精确

熟练，动作完全一样，说明是有计划有规律地表

达出一种的常见的祭祀活动场面和信仰理念，是

一幅幅完整而典型的三星堆“祭祀图”。每组画

面的中央，都有一道云纹条带，将画面分为“天

上”和“地上”两个部分。“天上”并列有两座

“神山”，神山之上，站立着三个衣着华丽的人

像，可能是天神或祖神，正在天上接受崇拜和祭

祀。“云气”之下，可能是代表“地上”或“人

间”，画面的上部，也刻有三个盛装的人像，可

能是正跪在小“山”上进行祭祀活动的巫师或祭

司。下层的跪拜人像与天上的站立人像，采用的

是相同的手势和眼神，表明他们相互之间是可以

通过手式和眼神互通信息，实现“人神相通”，

以达到祭祀的目的。在“地上”跪拜的人像之

下，有两座小山，山的两侧各插一个牙璋，两山

之间横放一只象牙。这些礼器和祭品的出现，说

明下层的山丘不是被祭祀的对象，而是举行祭祀

的场所。我们认为下层的两座小“山”，可能是

供巫师在上面进行祭祀活动的“高台”式祭坛。
而“三星堆土堆”本身，或许也是这种可供祭祀

使用的“高台”，虽然它是用筑城的方法建造的。
三星堆两座大型祭祀坑与“三星堆土堆”方向一

致，距离相近，瘗埋之前曾举行的盛大的“燎

祭”，或许就是站在三星堆之上指挥进行的。三

星堆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的作为“群巫之长”和

“国王”的“青铜立人像”，就是站在一个高高的

“祭台”之上，主持指挥祭祀活动的。［38］在三星

堆的东西城墙之上，发现有用土坯垒砌的台基；

在月亮湾城墙的西侧，曾发现有许多祭祀坑，说

明这些城墙，也都可能曾是被当作观象与祭祀使

用的高台地。
三星堆经常进行不同形态的祭祀活动，最后

大多以“祭祀坑”的形式保存了下来，为我们研

究三星堆信仰习俗和社会性质提供了重要实物资

料。不但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的性质已得到普

遍认同，而且三星堆遗址还有许多不同时期不同

形态的祭祀坑，大体可以分为“大型长方形祭祀

坑”（出土器物数百上千件）、“中型长方形祭

祀坑”（出土器物数件数十件）、“红烧土祭祀

坑”（曾出玉石礼器等）、“不规则浅坑”（出

土陶器石器，以及玉器金器）、“圆 形小坑”
（出土陶器石块） 等类型，时代从三星堆遗址的

一期末到第四期都有，以第三期最多最大。祭祀

坑内的器物，都是用于祭神的神像、礼器和祭

品；祭祀坑的建造和瘗埋方式，具有特定的宗教

内容含义；这些祭祀坑本身，又是特定宗教活动

的最终结果，说明三星堆是一个以祭祀活动为主

要特征的神权国家，这里曾是一个神权古国的祭

祀中心。［39］

（五） 以形传 “神” ———古蜀人的超凡艺术

才华

三星堆遗址和三星堆文物没有任何文献记载

和传说故事留存下来。除了用现代考古学方法

进行分析探索之外，人们主要是通过青铜人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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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具等造型艺术品，来认识这个神奇的文化。
用人像动植物等造型艺术品来表达神圣的宗教

观念和信仰习俗，成为三星堆文化的又是一个

显著的特征。
三星堆青铜人像群，被称为是“真正具有独

立雕塑意义的人的形象作品”。它具有“神”与

“奇”并重的特点，采用了娴熟多样的艺术手法，

蕴含着神秘深邃的文化内涵。它以高大而众多的

神像怪兽灵物组合在一起，产生了强烈的群体气

势和震撼效果，把原始宗教的信仰观念，形象充

分地展示了出来，成为神权国家影响力和统治力

的具体体现。在中国和世界古代文明中，三星堆

造型艺术不但形象独特、体量高大、数量众多，

而且它的主要思想观念和社会历史情况，都是用

形象生动的艺术手法表现出来的，因而成为中外

文化史上的一朵奇葩。［40］

上述这些特征，代表了三星堆文化的主体，

决定着三星堆文明的性质。它只能是在三星堆本

土文化的基础上长期蕴育而成的，是古蜀先民悠

久的信仰与习俗的集中体现，也是三星堆文明独

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和历史面貌的具体反映。这些

特征不可能是己经有了军权王权和礼制社会的夏

商移民，完全抛弃原有的风俗习惯和思想观念，

倒退到神权社会，另外造出一整套的特殊的信仰

与神灵出来；也不可能是由个别的外界侵入者，

可以在短期内凭空整体创造出来的。

四 “三星堆神权古国”的文化变迁

那么三星堆文化许多具有外来文化因素的文

物和技术又是怎么来的呢？下面我们就以古蜀考

古学文化序列的研究为基础，从文化信仰和经济

交流两方面作些分析研究。
（一） 文化序列———三星堆研究的基础与框架

几十年来三星堆遗址等地考古发掘研究的最

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基本建立起了古蜀各个阶

段密切相接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三星堆

遗址的地层堆积分为四期，已分别定名为三个考

古学文化：距今 4800～4000 年前，以“宽沿平

底罐 （尊） 器物群”为特征的“三星堆一期文

化”（大体共存的还有距今 4500～3700 年前成

都平原西南部的“宝墩文化”）；距今 4000～3600
年前的第二期和距今 3600～3200 年前的第三期，

是以“小平底罐器物群”为特征的“三星堆文

化”；距今 3200～2600 年前以“尖底罐 （杯） 器

物群”为特征的第四期，已按首先发现的典型遗

址，定名为“十二桥文化”，中心转移到了成都

金沙遗址。向后延伸，连接到距今 2600 年左右

至公元前 316 年秦并巴蜀之前以“圜底罐 （釜）

器物群”为特征的“晚期巴蜀文化”（延续到西

汉中期），共同构成了 2000 多年古蜀考古学文化

连续发展的完整序列。［41］

目前学术界己基本认同“三星堆文化”的主

人是“鱼凫氏蜀王”，“十二桥文化”的主人是

“杜宇氏蜀王”，“晚期巴蜀文化”的主人是“开

明氏蜀王”，从秦统一到汉武帝前后，古蜀文化

逐步融入到了汉文化之中。［42］1987 年我们首次

提出了“三星堆一期文化”的概念， ［43］1995 年

“宝墩文化”发现后，我们曾认为两者可以合为

一体，并认为它们可能与蚕丛、柏灌等早期蜀王

有关，“具体地说，‘三星堆一期文化’与‘宝

墩文化’，很有可能就是蜀国开创者‘蚕丛氏’
或‘柏灌氏’时期的文化遗存”。［44］最近我们研

究发现，“三星堆一期文化”与“宝墩文化”虽

然有密切的交融和相似性，但在地域、年代、特

征上，却保持了明显的差异和独立性。“三星堆

一期文化”及其前身“桂圆桥文化”，最早是在

距今 5100～4800 年前后来自于西部山区，以粟

作为主，主要分布在成都平原北部；“宝墩文

化”可能是在距今 4500 年左右主要来自于长江

中游，带来了稻作文化，分布于成都平原西南

部。特别是“宝墩文化”带来了成熟的城墙建筑

技术，不仅 8 个城址都己有了数十万平米的规整

城墙，而且在宝墩遗址建造了有内外两重城墙、
面积达 270 万平米的大型中心城址。“三星堆一

期文化”时期，虽然三星堆遗址在马牧河 - 鸭

子河畔逐步建成了 300 多万平米的大型中心聚

落，比宝墩古城年代更早，面积更大，建筑更密

集，文物更丰富，但却一直未修筑城墙。上述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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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说明，它们是两个有所交叉又相互独立、可以

适当加以区分的文化类型，可能分属于两个各有

统治中心的古代族群。因此我们提出了“三星堆

一期文化”的主人可能是“蚕丛氏蜀王”，“宝

墩文化”的主人可能是“柏灌氏蜀王”的新观

点；而以“鱼凫氏蜀王”为主人的“三星堆文

化”，则是在三星堆遗址上由“三星堆一期文化”
直接发展而来的，他们把“纵目人”蚕丛奉为祖

神和主神，并在距今 4000～3700 年左右把宝墩

文化逐步纳入 其中，开始修 筑城墙，在 距今

3600～3200 年间达到了古蜀文明的最高峰。［45］

这个发展序列，相互含接，有所交叉，逐渐变化，

并无缺环，表明它们可能是在本土发展起来的古

蜀文化的不同历史阶段，是蜀族古代文化发展过

程中的几个主要组成部分。这可能是在综合各发

掘单位关于主要遗址年代分期意见的基础上，对

古蜀文明发展做出的较为合理的历史溯源。
再向前追溯，这支文化最初主要可能是来自

西部山区。成都平原由于水泽密布等原因，新石

器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比较晚。近年来的考古发

现证明，大约在距今 5000 年前后，一支带有西

北彩陶文化特征的人群，从岷江上游翻过岷山进

入到川西平原，在什邡创立了“桂圆桥文化”，

以粟作为主； ［46］距今 4800 年左右，再前进到条

件更好的三星堆，创造了“三星堆一期文化”。
距今 4500 年前后，又有一支会筑城的人群，可

能是从长江中游来到成都平原西南部，与当地居

民一起，创造了以宝墩为中心的史前古城址群，

并带来了稻作文化。距今 4000 年以后，“三星

堆一期文化”在三星堆遗址直接发展成为“三星

堆文化”，逐渐建立起一个神权古国的祭祀中心，

并逐步把宝墩文化的各个史前古城纳入其中，主

要去从事与祭祀有关的活动与劳作，最后形成距

今 3600～3200 年间“三星堆文化”在成都平原

上独大独尊、空前繁荣的局面。这就是我们通过

古蜀考古学文化序列的研究，得出的对“三星堆

文化”来源与发展过程的基本认识。［47］

关于考古学文化序列与古蜀文明进程，目前

可以概括为：

“桂圆桥文化”（距今 5100～4600 年，新石

器时代晚期） ———初入平原；

“三星堆一期文化” （距今 4800～4000 年，

新石器时代晚期） ———蚕丛；

“宝墩文化”（距今 4500～3700 年，新石器

时代晚期后段） ———柏灌；

“三星堆文化” （距今 4000～3200 年，夏

商） ———鱼凫；

“十二桥文化” （距今 3200～2600 年，商

周） ———杜宇；

“晚期巴蜀文化”（距今 2600～公元前 316
年，春秋战国） ———开明；

“巴蜀文化余存”（公元前 316～公元前 100
年，秦国汉初） ———秦汉。

这些文化的年代常有交叉或重叠，说明它们

之间，在不同的地区曾过有过共存或过渡时期，

后者是逐步取代了前者的，这或许是古蜀文化的

一个特征，在“三星堆文化”与“十二桥文化”
之间，也存在这种情况。

我认为，应把两个祭祀坑的埋藏时间 （距今

3200 年左右） 作为“三星堆文化”与“十二桥

文化”的分界，因为这是古蜀历史上一次重大文

化和历史事件的标志。
它既是古蜀国中心从三星堆转到金沙的标

志，也是三星堆文化正式向十二桥文化过渡的标

志；既是鱼凫氏蜀国被杜宇氏蜀国取代的标志，

也是古蜀文明从“神权古国”开始向“王权方

国”转变的标志。在此之前已经出现的“十二桥

文化”因素应如何称呼，尚值得进一步研究。
（二） 信仰神权———多地文明汇聚三星堆

在距今 4000～3200 年左右的“三星堆文化”
阶段，三星堆遗址逐渐出现了一些具有外来文化

因素的器物。它们以礼器、祭器居多，从四面八

方渐次传入，在进入三星堆古国时，似乎曾经过

了有意识的选择，有些在外地已经是“以玉载

礼”的玉礼器，或作战使用的铜兵器，到这里却

被改变了形式和用法，又退化成了“以玉事神”
的祭器。三星堆古国这个由原始宗教信仰支撑起

来的神权国家，社会中充满了宗教狂热，形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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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神圣的宗教祭祀中心。这些情况说明，三星堆

神权古国祭祀中心逐步增强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是吸引和吸收众多外来文化因素的一个重要原因，

也表明这个神权国家的信仰观念既是自身的产物，

又是多种文化交流的结晶。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

究的重大课题，这里先做一下简要的说明。
首先要说的是良渚文化。在距今 4000 年前

左右的三星堆仁胜墓地祭祀坑中，就发现了玉锥

形器、玉泡形器等良渚文化的典型器物， ［48］祭

祀坑中也有与良渚文化相似的玉器；金沙遗址出

土的良渚文化的标准器“十节玉琮”，射部线刻

人像头戴“菱形眼饰”，很可能是在三星堆时期

刻上去的作法于天地之间的巫师； ［49］三星堆一

号祭祀坑中出土的“跪坐人像”，可以与“虎形

器座”组合成“骑虎铜人像”，被认为是良渚文

化神微“骑虎神人像”的变异，前来三星堆参加

了祭祀活动。［50］这些情况表明良渚文化曾对三

星堆神权古国有过强烈的影响。
在三星堆“青铜人头像”的形象上，可以看

到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头像”的影子；而三星堆

“青铜立人像”的形态和作用，也可能从凌家滩

文化“玉雕立人像”［51］ 乃至红山文化“玉雕立

人像”［52］ 上寻找到最初的渊源。上述这些情况

说明，三星堆古国与四五千年前中国的一组早期

神权古国，可能有着某种内在的文化联系，从而

促进了三星堆神权古国的形成。
距今约 4000 年前石峁文化出土的大型“双叉

刃玉璋”，与三星堆的“双叉刃玉璋”形状、大

小、数量都很相似，可能是其主要的来源。［53］

同时齐家文化出土的“玉璧”“玉环”“玉斧”
“玉琮”等，也与三星堆的同类器物相仿，可能

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54］ 说明三星堆的玉器有多

方面的来源。
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外来玉石器青铜礼器

中，数量和种类最多的当然还是二里头文化、商

代文化的器物，证明夏商时期它们与三星堆有着

密切的关系。［55］ 不过这些在内地已经是开始作

为“以玉载礼”用的玉礼器，到三星堆后则又被

强化了其“以玉事神”的作用，主要被用于祭神

的法器，或握在跪坐人像 （巫师） 的手中，或插

在土丘 （祭台） 的两边。在一件精心制作的“玉

边璋”上，还仔细地刻上四组典型的“祭祀图”，
说明这些玉器都被改造成为神权古国使用的神

器。例如“玉璋”引入之后，被当成了沟通天地

人神的最主要工具，在祭祀活动中，具有了最方

便最重要的人神媒介的特殊功能。加之附近有良

好的玉矿 （如彭州龙溪玉矿，相距约百里），得

以大量制作，仿制，甚至创造出“鱼形璋”、
“鸟形璋”等蜀人特有的造型。它们被赋予了

“神”力，被经常使用，并多次大量瘗埋于祭祀

场所和祭祀坑中，成了祭神通神的最主要中介

物，因而在三星堆金沙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中，玉

璋的数量、种类、作用、影响力都大大超过了来

源地，玉璋的发展也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峰。至

于是在中原地区作为主要兵器的“铜戈”，传到

三星堆后，也被做成了完全不能实用的“齿刃形

铜戈”，献祭给神灵。［56］

上述情况说明，三星堆遗址出现的外来文化

因素的器物，主要是用于祭神的祭器和神像，大

多是被神权古国的祭祀活动吸收或吸引而来神器

礼器。正是因为三星堆古国作为一个神圣而灵验

的祭祀中心，受到远近各地族群的敬仰和想往，

纷纷前来参与祭祀活动，通过多地文化相互汇

聚，共同创造了神奇的三星堆文明。
（三） 早期丝路———海纳百川， 共创繁荣

以神灵祭祀为先导，三星堆还加强了与各地

早期文明之间的经济技术文化来往交流。三星堆

文化密集地分布在三星堆遗址附近，在三星堆遗

址中基本不见象征军权的青铜兵器，而随处可见

宗教性质的用于祭祀的遗物，说明它可能曾是一

个高度集中又基本不设防的开放式的神权古国的

祭祀中心，吸引了远近众多的人群前来参加，从

而由对“神灵”的追崇与敬重，发展到物质与文

化的交流，带来了各种新器物、新技术和新文

化。在 2017 年成都举办的“丝路之魂”国际学

术研讨会上，许多学者认为成都曾是南、北、陆

地、海上“丝绸之路”的中枢 ［57］ 这种作用可能

在 3000 年前的三星堆古国时期就已经形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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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三星堆文化多元文化的重要来源，可以称之为

“早期丝绸之路”。
蜀地是中国最早的丝绸产地之一，蚕丛和螺

祖就被认为是蚕丝的早期发明者。三星堆“青铜

立人像”华丽的法衣，可能就是丝绸制成品，成

都蜀锦厂曾用古法复制了立人像的法衣。丝绸当

时就己成为对外交流的重要物品，曾经出现在

3000 年前埃及法老王后的头饰之上， ［58］而埃及

西亚的金面具、权杖等，也影响到三星堆古蜀文

明。但这些金器不是直接传送过来的，而是前来

的人们带来了当地的观念和技术，被蜀人所接

受，在三星堆制作出来的。他们在金杖上还刻画

出鱼、鸟等蜀国的“图腾”，成为了国王的权杖

和法杖。［59］ 金面具也被做成薄片，装在特殊身

份巫师的面部，它们是否还具有埃及法老金面具

那种“死者灵魂的居所”和“供亡灵再生的躯

壳”的双重作用，也值得研究。
三星堆出土的大量海贝，经研究是自于南海

等地。［60］ 众多象牙除本地所产外，也可能有些

来自东南亚地区。而南亚等地盛行的神树造型和

天地人三界、阴阳门升天等观念，也在某种程度

上影响到三星堆，促进了青铜神树、神坛的形象

和“天门”等观念的产生。
与三星堆交往的各种文化因素还有很多，其

中以二里头和殷商文化的影响最大最多。这一方

面说明中原文化与三星堆文化有密切的关系，也

证明三星堆文化是中华文明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详后）。如前所述，我们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在本

土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神器和观念是自

身体制的表现。他们对夏商文化与人员既大量引

进和吸收，又有所选择和改造。三星堆古国崇拜

的主要神像和法器，都与夏商有较大的不同。而

二里头文化传入的主要神像“兽面纹铜牌饰”，

可能只在本族的人群中得以遗传，并慢慢退化为

只有某种象征意义。［61］ 在商代青铜器中，三星

堆古国主要选择了铜尊和铜罍为主要礼器，有时

还把它们顶在头上作为敬献给神灵的祭器。夏商

的玉礼器，被三星堆人大量引入和仿制，被拿在

手中或播在山上去祭神，还在玉璋上刻画出标准

的祭祀场面图像。三星堆文化中也出现了陶盉等

与二里头文化相似的日用陶器，表明是有二里头

文化的人群进入。但它们在“小平底罐器物群”
为特征的“三星堆文化”并不占主导地位，也不

具有“鸟头形器把”那么突出的文化特征，只能

说明二里头文化是曾经加入到“三星堆文化”之

中的众多外来人群之一。“三星堆文化”之中的

西亚、南亚等外来文化因素，同样也只是相互之

间进行交流的结果。
“三星堆文化”正是在这种海纳百川的多元

文化交融中，创造了空前的繁荣。正如苏秉琦所

说：“中国历史……事实上的内外交流几乎一天

也没有停止过。陆上的丝绸之路如此，海上丝绸

之路、陶瓷之路如此，不见经传的条条通衢更是

如此。”［62］“三星堆文化”时期的“早期丝绸之

路”，可能就是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典型。
（四） 盛极而衰———三星堆消失之迷

三星堆古国为什么消失？大量神器祭器为什

么被打碎焚烧，埋藏到了祭祀坑中了呢？这里可

能有一个过度崇拜和过度消耗的问题，即三星堆

古国后期违背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协调发展的

规律，最终受到了自然与社会的惩罚。
三星堆神权古国为突显奇异的观念而营造的

大量神器祭器，己大大超过了国家的承受能力，

过度的人力物力集中和财富消耗，必然导致经济

的崩溃和社会的冲突。这种不注意发展经济，扩

大实力，全靠宗教狂热信仰观念维持的神权古

国，越来越经不起社会的发展动荡和新思想新事

物的冲击。大约在商代后期，三星堆神权古国逐

渐失去了控制能力，最终发生了严重的生存灾难

和社会恐慌。而在成都等地通过“教民务家”等

措施新崛起的十二桥文化集团，正伺机取而代

之。大约在距今约 3200 年左右，三星堆的人们

认为是自己的这些宝器已经“失灵”， ［63］于是通

过一两次盛大而奇异的祭祀活动，把平时放在神

殿中的主要神器和祭器，搬到三星堆前的广场，

对着西北方神山中的天神和祖先，举行了最大和

最后的祭典，然后打坏焚烧了全部神器和祭器，

把它们有序地埋藏于祭祀坑中，表示送回到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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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神界和祖先之处，神殿等建筑也同时被毁。随

后把国家的统治中心迁到成都的金沙遗址，开始

了“十二桥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杜宇氏蜀王”
时期。［64］

（五） 国体演变———从神权古国到王权方国

“杜宇氏蜀国”改变了单纯依靠宗教神权的

手段，重点使用实力和武力扩大地盘。他们在汉

中、宝鸡前线地区率先创造了“巴蜀式铜兵器”，
建立了自己的军队，可能还从这里参加了周武王

伐纣灭商的战争。杜宇王不再是一味地去祭神，

而是积极“教民务农”，发展生产，壮大实力，

因而“十二桥文化”时期遗址区的分布范围，比

“三星堆文化”有了大幅度的扩展。有些文献记

载，杜宇氏蜀王还曾明确划定了自己的统治范围

和边界，说明“杜宇氏蜀国”已经发展成了以地

域为基础的国家，成为用强权和军权进行统治的

王权“方国”。
杜宇氏蜀王仍然继承了祭祀中心的传统，也

有新的创造，他们在羊子山建造了大型祭台，在

金沙遗址南部进行了长期的祭祀活动，不过其体

量、规模和作用都在减弱。从地点和祭祀形态来

看，这一时期较多的可能是在祭水，具有一定的

“厌胜”作用。但“杜宇氏蜀国”最终还是为水

患所累，被带领民众治水成功的“鳖灵氏”所取

代，在距今 2600 年前左右进入了“开明氏蜀国”
时期，直至公元前 316 年被秦国所灭。［65］

五 文明标本———神权古国发展的完整面貌

我们说三星堆文化是本土文化发展起来的古

代文明，只是说它不是外来的文明，不是中原某

个文明的分支，但绝不是说它不是中华文明共同

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恰恰相反，三星堆的考古发

现，进一步证明了中华文明的丰富多彩和生机勃

勃，它是“中华民族的各支祖先”之一，为我们

研究多元一体到多元一统的中华文明发展历程提

供了新的资料和新的课题。这里我们再从古蜀与

华夏文明的关系、对中华文明发展的贡献、三星

堆文化对中华文明发展史研究的价值等方面简要

做些分析。

（一） 汇入中华———古蜀与华夏文明的交融［66］

首先谈谈古蜀文化的上源。川西平原新石器

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较晚，大约在距今 5000 年前

之后，才从西北山区和长江中游等处逐步进入。
川西北山区带有西北彩陶特征的营盘山文化，可

能是来源于被认为可能是中华民族发源地之一的

“大地湾文化 - 马家窑文化”体系的一个分支，

在从岷江上游翻过岷山进入到川西平原时慢慢发

生了变化，先创立了“桂圆桥文化”，再前进三

星堆创造了“三星堆一期文化”。而距今 4500 年

前后从长江中游进来的一支会筑城的人群，则与

同样是中华民族重要起源地之一的长江中下游古

文化有直接的关系。而作为三星堆神像渊源的红

山、良渚、石家河文化等，则是中国文明的重要

发源地。它们都是在相似的自然地理和社会形态

大环境下，出现在“万邦林立”时期“共识的中

国”的组成部分。
进入青铜时代的夏、商、周三代，各地都在

以自己的方式去追求的“理想的中国”，在交流

中又不断产生碰撞融合，逐步形成更多的文化认

同。三星堆古国虽然在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和比

较滞后的社会形态之下，继续保持了神权国家的

面貌，但它仍以特有的方式，与中原及周围各地

文明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与交往，吸引并吸收了大

量优秀文化因素和新材料新技术，促进了本身的

繁荣发展。商代甲骨文根据其主神的“纵目”形

象，开始将三星堆古国记录为“蜀”。
到了“杜宇氏蜀国”时代，古蜀国吸取了三

星堆的教训，在与商周的频繁交往中学习，创造

兵器，建立军队，发展生产，划定边界，逐步赶

上时代的步伐，发展成用强权和军权进行统治的

王权国家，还参加了伐纣灭商的战争，成了为

“理想的中国”而奋斗的“方国”之一。进入“开

明氏蜀国”时期，与秦楚等国的交往更加密切，

发展成为春秋战国时期具有独特礼仪制度的军事

强国。直至在公元前 316 年蜀国被秦国所灭，并

在汉武帝前后最终融入到了汉文化之中，成为多

元一统的“现实的中国”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这就是古蜀文明汇入中华文明的大体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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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地位贡献———古蜀文化是中华文明的

重要起源地之一

天府之国在地理历史经济文化上的特殊地位

与作用，促进了中国的统一和多元一体中华文化

的形成。首先，秦国以高超的战略思考，从灭蜀

开始实现了中国的统一，证明了蜀国作为中华民

族兴起与发展中具有战略重地和后勤基地的历史

地位；汉高祖也是从蜀地汉中出发，再次统一了

天下；蜀汉刘备诸葛亮据此成就了三国鼎立之

业；直至近代的抗日战争，四川仍然是全国战略

大后方。这些当然得益于四川优越的地理形势和

资源条件，也与古蜀文明的开辟之功有密切的关

系，更表明它是中华文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
“天府之国”的建设与发展也是如此。秦国

蜀守李冰带领蜀人修建都江堰，使川西平原成为

“时无荒年，不知饥谨”的“天府之国”。这个成

果也是在古蜀先民长期治水斗争的经验与成果的

基础上取得的。在三星堆、宝墩城址时期选址修

建时，就己考虑到了与河流水系的关系，尽量顺

势而为；十二桥文化曾与水患展开长期斗争，并

令“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患”， ［67］ 形成了

“岷山导江，东别为沱”［68］的格局，为修建都江

堰打下了基础。鳖灵氏也因治水成功取代了杜宇

氏，开创了“开明氏蜀国”。
古蜀文明可能曾长期处于全开放的神权古国

状态，以包容的心态和积极的努力加强与四面八

方交流，使众多不同地区和文化的器物与因素出

现在三星堆，采用新技术新材料创造出大量独具

特色的神像祭器，也把丝绸等产品输送到各地，

形成了“早期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和枢纽。［69］

研究好这些历史情况，对我们弘扬“丝路文化”
传统，努力开创新时代的“一带一路”，有着积

极的促进作用。
古代蜀人通过对天地万物的仔细观察思考，

认识了众多自然现象及其变化情况。他们以的信

仰崇拜的形式把日月星晨、动物植物、山川云层

等，用青铜玉石器等塑造出来，祭祀膜拜，以便

与它和谐相处。这种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虽然

是幼稚和迷信的，但也增强了古蜀人对自然万物

的了解，开始形成了天地人三界的观念，人神相

通、天人合一的意识，和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

信仰核心，具有原始的道家思想因素，进而促进

了道教在四川和中国的产生，成为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蜀文明在造型艺术的创新与塑造上，更是

取得令全世界瞩目的辉煌成就。三星堆古国时期

铸造出上百件大小不等的人像人面具和数十件动

植物，神奇怪异，又生动逼真，在世界雕塑史上

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和还用用复杂的组合方法铸

造多层次的青铜神坛，表达了对天地人三者的认

识和对神灵的崇拜方式，用成熟的线刻枝法绘制

了四组典型的祭祀场面，具有反复强化绘画主题

的主观意识和客观效果。它们在圆雕、线刻、大

型雕像、组合作品、主题表述等高超的技艺手段

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大大丰富了中华文明

的艺术宝库。
古蜀文明还在神话传说、宗教观念、民风民

俗乃至科学技术等方面取得了特有的成就，对后

世社会产生了久远的影响。
（三） 研究价值———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中

的一朵奇葩

中华文明是在一个特定的自然环境、文化传

统、历史进程情况下逐步形成的。它处于东亚大

陆东部的扇形阶地带，同属于东南季风区，又被

黄河长江等大河所贯连，是个典型的农业生态区。
大约在距今 6000 年前的仰韶文化中晚期阶段，各

地逐渐开始了文明化的进程，距今 5000 年左右呈

现出“万邦林立”时期“共识的中国”的局面。
经过反复的交融与团揉，在距今 4000 年左右逐步

走向以夏商周为核心的“方国争雄”的“理想的

中国”时期，距今 2000 年左右的秦汉时期最后进

入“多源一统”的“现实的中国”。［70］这是一个

相互融合的历史过程，古蜀文明在这个发展进程

中，既有它与各地相一致的普遍性，又有其独具

特色的特殊性。三星堆等地的考古新发现，为我

们提供了新的资料，也提出了新的课题。
“三星堆是神权国家”，这是许多观众和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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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同角度观察研究后得出的共同结论。这种以

神权进行统治的国家，与“古国阶段”“崇尚神

权”的早期国家是什么关系？它是不是中华文明

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有阶段？进入青铜时代之

后，三星堆文化仍能停留在以“神权”治国的

“古国”阶段，是哪些地理历史和社会人文条件

所促成的？这是需要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入研

究和解决的问题，是认识三星堆古蜀文明特征和

价值的重要问题。
其次，从神像特征等情况看，三星堆古国在

形成过程中曾受到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石家

河文化、良渚文化等神权古国的思想影响。这些

因素是何时从何处以何种方式传播和影响到三星

堆的，在古国阶段，除了王权国家之外，这些神

权古国是否也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和交往，还有

哪些文化中存在这种情况？也是个需要仔细探寻

的问题。
三星堆神权古国曾以开放的形式，通过“早

期丝绸之路”，吸引和吸收了众多外来文化因素，

创造了空前的繁荣，其具体情况和时间途径是什

么？哪些器物和技术是从哪里引入或传出的？说

丝绸是三星堆古国与外界交流的主要物品，除了

历史传说和古埃及等个别丝绸发现之外，还有哪

些实物证据？都是需要认真探求的问题，我们期

待有更多更有说服力的证据出现。
从现有资料来看，在秦灭巴蜀之前，蜀地似

乎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外力入侵；几代蜀王的交

替，似乎也是平稳进行的，因而他们也就有了共

同的习俗和祖先认同。如前所述，“三星堆一期

文化”的主人“蚕丛氏蜀王”可能是在三星堆遗

址直接过渡到“三星堆文化”时期的“鱼凫氏蜀

王”的；“宝墩文化”各城址的主人，有可能是

被“鱼凫氏蜀王”逐步纳入其中，主要去从事与

祭祀有关的活动与劳作；而三星堆的人们，最后

是认为自己的宝器已经“失灵”，在举行了最后

的祭祀仪式之后，把国家的统治中心迁到成都的

金沙遗址，开始了“十二桥文化”占统治地位的

“杜宇氏蜀王”时期的；“杜宇氏蜀王”则是被

治水成功的“鳖灵氏”乘势取代，开创了最后的

“开明氏蜀国”。这种情况出现的历史和社会原因

是什么？三星堆是神权古国及其文化传统在青铜

时代得以保存下来的重要原因和具体情况又是什

么？同样值得仔细研究。
至于三星堆古国的社会面貌和文明形态，从

文化发展到遗迹分布，从社会结构到各种器物的

性质作用，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分

析研究。［71］ 正是这些特殊的研究价值，使得三

星堆文明成了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中的一朵奇葩。

六 结语

总之，以三星堆文化代表的古蜀文明，作为

“中华民族的各支祖先”之一，从原始部落发展

到神权古国，再逐步过渡到王权方国，最后融入

到秦汉帝国之中，是一个具有 2000 多年连续发

展完整历程的独特的典型标本，对我们今天研究

中华文明发展史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正如李学

勤所说“没有对巴蜀文比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构

成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完整图景”，“中国文

明研究中不少问题，恐怕必须由巴蜀文化求得解

决”。［72］

三星堆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具

有特殊的神秘之处，需要进行深入地探索和解

析，这正是三星堆最能吸引人的魅力所在，也是

它重要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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